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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参与司法：理论、实践及改革

———以刑事司法为中心的考察

陈 卫 东 

内容提要：当前推进公民有序参与司法成为我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相较

“依靠群众”原则，“公民参与司法”这一表述更能体现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和主动

性。公民参与司法具有参与主体的外部性、参与客体的公共性以及参与程度的实质

性等特点，并呈现出社会参与、专家参与、由参与审判到参与整个诉讼活动的发展

趋势。其功能则体现为协助司法、制约权力、监督权力等方面。公民参与司法对司

法公正、司法民主、司法公信力以及司法能力都具有促进作用。推进公民参与司法

应当注重参与的规范性与有效性。我国传统的法律制度安排对公民参与司法重视不

足，未来应当以参与的规范性与有效性为基点，在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领域

全面推进公民参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公民参与司法制度。

关键词：司法改革　公民参与司法　 “依靠群众”原则　刑事司法

　　在我国，自从法制恢复重建以来，公民参与司法问题在一段时间内受到 “冷遇”。〔１〕

而肇始于上世纪９０年代末的司法改革运动也主要以构建职业化的法官制度为目标。例如，最
高人民法院 “一五”、“二五”改革纲要主要围绕法官职业化进行了详细规划。〔２〕尽管如

此，本世纪初，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也呈现出公民参与司法的一些新的发展迹象。例如，２００３
年，检察系统试行了人民监督员制度；〔３〕２００４年，人民陪审员制度立法有了新发展。〔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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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本文系国家２０１１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研究成果。
这种 “冷遇”与建国后特定历史时期盛行的 “群众司法”现象有密切关系。法制恢复重建之后，基于对历史

的反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公民参与司法讳莫如深。

最高人民法院于１９９９年发布了 《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从此走上了法官职业化的道路，强调法律职业共

同体的建构；２００５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 《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继续坚持法官职业化道路。

为了加强外部监督，切实防止和纠正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工作中执法不公的问题，根据宪法和法律关于一

切国家机关必须倾听人民的意见、接受人民的监督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并经中央

同意，从２００３年９月起开展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发布了 《关于人民检

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 （试行）》。

２００４年８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

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



仅如此，实际上２００８年之后，随着又一轮司法改革的启动，司法民主化问题被提上了改革
议程。〔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要求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 “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而这一改革

的一大举措就是 “广泛实行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

道。”因此，在新的形势下，研究推进公民有序参与司法是一项紧迫且极具实践意义的课

题。而当前，理论上对公民参与司法的系统研究尚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６〕有鉴于此，本

文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以期有裨益于公民参与司法的改革。

一、公民参与司法：从 “依靠群众”到 “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司法”是近年来提出的概念，传统上采用的是 “依靠群众”这一表述。“依

靠群众”历来是指导我国司法 （包括刑事司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

这一原则。应当承认，司法中的 “依靠群众”与公民参与司法在基本要求上具有极大的相

似性。但应当看到，“依靠群众”原则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依靠群众”原则呈现出一定的政治色彩，特别是 “群众”与 “干部”、“群众”

与 “党员”的分野更彰显其政治特色。“依靠群众”是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基础

上提出的政治口号，并将其应用到作为政治生活组成部分的司法领域。因此，在我国很长

的一段时间内，司法都呈现出 “政治司法”的特征，〔７〕“人民司法”、“马锡五审判方式”

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 “政治司法”的表现。在我国构建现代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政治

司法”的特性正在褪去，司法正回归其本来面貌。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将政治话语规定在

法律之中，并将之作为司法的指导原则，这本身就没有与时俱进。

　　第二，“群众”这一表述不能全面概括参与司法的社会公众的范围。“群众”一词在我
国具有特定与特殊的含义，其大致在两个层面使用。首先，“群众”与 “人民”是同义语，

其对立面是 “敌人”。其内涵被毛泽东界定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

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

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８〕其

次，“群众”指 “未加入党团的人”，“群众”与 “党员”、“群众”与 “干部”是相对应的

概念。由此看来，“群众”一词无法与所有国民联系起来。而 “公民”意指 “具有一国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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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司法民主化问题一直以来存在不同认识，也产生了一些讨论。参见马国川：《贺卫方：不

走回头路》，《经济观察报》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４日第４１版；张千帆：《司法大众化是个伪命题》，《经济观察报》
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８日第４８版；沈德咏：《关于司法大众化的几个问题》，《人民司法》２００８年第 １９期，第 ８页
以下；陈忠林：《中国法治应该怎样向前走》，《经济观察报》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１日第３９版。
有关公民参与司法与司法公正的较早研究，参见熊秋红：《司法公正与公民的参与》，《法学研究》１９９９年第
４期，第４９页以下。
我国学者从主体、职能以及特点三个方面出发对 “政治司法”作了界定，即以法院为主要主体，围绕 “中心

工作”的目标，以审理民、刑事案件为主要职能，同时担负执行案件、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参与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法纪宣教等职能，秉具初创性、继承性、阶级性、民主性、党性、程序次位性、依据非实在

性等特点的具有一定专门性的活动。关于 “政治司法”的具体分析、阐述，参见高其才、左炬、黄宇宁：

《政治司法：１９４９—１９６１年的华县人民法院》，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３７页。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载 《毛泽东选集》第５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第 ３６３
页以下。



的人”，不仅政治色彩淡化，更能涵盖所有国民。因此，采用 “公民”的表述更为恰当。此

外，“群众”用语有违法律的平等关怀，与宪法规定的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相符。

　　第三，公民参与司法和 “依靠群众”所体现的社会公众在司法中的地位与角色不同。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 “依靠群众”原则所表达的是 “群众”是被 “依靠”的对象，即公检法

三机关是主体，社会公众是客体。换言之，社会公众是被动地被吸收进司法过程之中的，

无法发挥 “主体性”作用。与之不同的是，公民参与司法强调的是社会公众作为国家权力

的享有者所具有的对司法活动的 “主体性”参与；在这种参与中其扮演积极能动者的角色，

而不是被动的客体。

　　因此，从上述各方面看，“公民参与司法”的概念和 “依靠群众”原则虽然在精神实质

上具有一致性，但前者的表述更为恰当合理。〔９〕

二、公民参与司法的内涵与功能

　　 （一）公民参与司法的内涵

　　对公民参与司法的界定会影响公民参与司法的范围与形式。应当说明的是，本文探讨
的公民参与司法是规范化、制度化或者可以规范化、制度化的公民参与，程序外的难以规

范化、制度化的公民参与，例如网民的参与等，并不是本文讨论的对象。在此意义上，本

文对公民参与司法的内涵进行界定。

　　１．公民参与司法意义上的 “参与”

　　首先，参与主体的外部性。这是指公民参与司法意义上的参与主体必须是与其参与的
刑事追诉活动没有利害关系的主体，其是以外部公民的身份介入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在其被追诉的刑事诉讼活动中是利益攸关者，因此，在该诉讼活动中，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不属于参与的主体。与之相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法定代理人以及近亲属

等因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存在特定的利益关系，因而也不属于公民参与司法的主体。

同理，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近亲属等的参与也不属于公民参与司法的范畴。〔１０〕

　　其次，参与客体的公共性。公民参与司法参与的乃是国家公权力的运行，其参与的客体
为公共事务，对私权利行使的参与不属于公民参与司法的范畴。基于此种认识，上述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的辩护人、法定代理人以及近亲属等的参与，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近亲属等的

参与，因其参与的对象是私人事务，不具有公共性，因此，都不属于公民参与司法的范畴。

　　再次，参与过程的实质性。参与，从形式上看有很多种类。公民旁听案件在一定程度
上也是一种 “参与”，也有一定的积极价值。〔１１〕但这种 “参与”能否称得上公民参与司法

意义上的参与？这需要明确参与的程度，即何种程度的参与才属于公民参与司法意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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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者也持有此种观点。参见谢佑平、张崇波： 《应以 “公民参与”取代刑事诉讼中的 “依靠群众”原

则》，《法学》２００５年第７期，第６４页以下；郭道晖：《尊重公民的司法参与权》，《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２００９年第６期，第８１页以下；李奋飞：《刑事诉讼的公民参与》，载陈卫东主编：《公民参与司法研究》，中
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６９页以下。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能够参与诉讼活动并不是因其公民身份，而是基于其与案件的

特定联系。这种参与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参与，与公民参与司法意义上的参与不同。

参见王敏远：《关于我国适用陪审团的若干思考》，载前引 〔９〕，陈卫东主编书，第４５６页以下。



参与。１９６９年，雪莉·阿恩斯坦提出了市民参与阶梯理论，将公民参与根据参与程度由低
至高分为８种类型：（１）操纵—无参与；（２）训导—无参与；（３）告知—表面参与；（４）咨
询—表面参与；（５）展示—高层次表面参与；（６）合作—深度参与；（７）授权—深度参与；

（８）公众控制—深度参与。〔１２〕在这些参与类型中，从 “操纵”到 “咨询”，公民的参与都

不具有影响决定的效力。而 “展示”之后的各种参与，尽管有些情况下决定权仍在有关机

关手中，但民众的意见具有一定的拘束力，这些参与才具有实质意义。就司法领域而言，

公民的参与也具有不同的层次。但囿于本文研究范围的限制，仅对具有实质性的公民参与，

也就是符合 “展示”、“合作”、 “授权”或者 “公众控制”类型的公民参与进行研究。此

外，需要说明的是，在 “公众控制”中民众具有最终决定权，但这种决定权与公权力存在

相互制衡的可能，也就是说民众的参与是可控的。如果 “公众控制”成为一种不受控制的

参与，那么此种情况下的参与也不属于本文意义上的公民参与司法，比如我国某一时期曾

经盛行的群众运动式审判。

　　２．由 “公民”参与到 “社会”参与

　　公民参与司法是否意味着仅有作为个体的公民才可以参与司法？应当承认，传统的公
民参与仅仅是公民个体的参与。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社会团体、群众自治组织得以壮

大，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也更加广泛、深入。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社会团体、群众自

治组织已经参与到司法领域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从世界性的发展趋势看，公民参

与司法已经呈现出 “社会司法”的趋势。例如在美国，商业性组织已经参与到了保释、刑

罚执行等领域，社区司法运动也处于迅猛发展之中。近年来，我国的很多企业、社会团体

也参与到司法中，特别是未成年人司法。〔１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将参与的主体限制在公

民个体，显然不能适应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因此，应当实现由 “公民”参与司法到 “社

会”参与司法的转变，参与司法的主体不仅限于公民个人，也包括一些社会团体、群众自

治组织等。本文也是在此意义上使用 “公民参与司法”概念的。

　　３．由 “平民”参与到 “专家”参与

　　传统意义上的公民参与强调的是平民参与，即作为业余人士的普通民众的参与。例如，

在国外公民参与被称作 “ｌａｙ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公民法官被称作 “ｌａｙｊｕｄｇｅ”， “ｌａｙ”一词的含
义即为 “业余的”、“外行的”。〔１４〕传统意义上的公民参与强调的是其民主价值，因此特别

强调参与司法的公民的业余性、普通性以及代表性。但近年来，公民参与司法的价值更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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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是指组织者按自己的目的和意图组织并操纵公民参与的过程，“训导”是指组织者以公民参与的形式

达到让公民支持自己的目的。这两个层次被称为 “无参与”，主要是让公民接受教育。“告知”是指组织者把

信息通知给参与者，使参与者了解情况；“咨询”是指组织者提供信息，公开听取参与者的意见。这两种方

式是单向的：公民确实可以获取一定的信息，但缺少保证公民的意见被组织者采纳的手段。“展示”是指把

参与方案向公民展示并听取意见。通过这种方式公民虽然能提出意见，但最终决定权仍掌握在组织者手中。

“合作”是指公民和组织者可以进行谈判，权力可以进行协调；“授权”和 “公众控制”是指公民也可以对某

一事务有最后决定权。参见 ［美］雪莉·阿恩斯坦：《公民参与的阶梯》，贾西津校译，载贾西津主编：《中

国公民参与：案例与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４５页以下。
例如，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领域，很多地方探索了未成年人观护基地模式，以作为非羁押性措施的社会支持

体系。参见宋英辉、上官春光、王贞会：《涉罪未成年人审前非羁押支持体系实证研究》，《政法论坛》２０１４
年第１期，第９８页以下。
ＳｅｅＢｌａｃｋ’ｓＬａｗ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８ｔｈｅｄｉｔｏｎ，ＴｈｏｍｓｏｎＷｅｓｔ，２００４，ｐ．２５９６．



元，通过专家参与来弥补职业法官的不足，也成为公民参与司法的重要原因。除了专家参与能

弥补法官专业知识与经验的不足外，其对降低诉讼成本、补强审判正当性、增强司法公信

力、提升纠纷解决效果也具有积极意义。〔１５〕本文所指的公民参与司法包括了这两种类型。

　　４．由参与 “审判”到参与 “整个诉讼活动”

　　传统上对公民参与司法的理解仅是在公民参与审判的意义上，例如有学者认为狭义的
公民参与司法就是指参与审判，而非其他活动。〔１６〕国内很多学者在研究公民参与司法时，

也都以参与审判为核心进行研究。现代社会对 “司法”的含义有非常严格的界定，不能随

意扩大司法的内涵。这主要是出于职能意义上的考虑，特别是要维护司法的纯洁性。但本

文的主张并不是要扩张司法的内涵、混淆司法与行政职能的差别。从公民参与刑事诉讼活

动的角度看，公民参与的范围并不局限于审判这一环节，而是从侦查、起诉一直到执行环

节，都有公民参与的可能。现实中，在这些不同的诉讼阶段，也都有公民参与的实践。例

如，在我国，近些年来人民监督员制度经过试点已在全国推行。再比如，在执行阶段，社

区矫正已经将吸收社会参与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因此，从司法实践看，将公民参与司法的

范围局限于审理和裁判显然是不恰当的，也不利于研究推进公民在整个诉讼活动中的参

与。〔１７〕从国外公民参与司法的实践看，公民参与司法虽然以审判阶段为典型，但并不局限

于审判阶段。例如，近些年来兴起的以强调社区、基层民众参与为核心内容的社区司法运

动，涵盖了社区起诉、社区审判等刑事程序的各个环节。〔１８〕因此，本文对公民参与司法在

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将之扩大至整个刑事诉讼活动。

　　 （二）公民参与司法的功能

　　公民参与司法的功能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即协助司法、制约权力和监督权力。
不同的公民参与形式，其功能不是单一的，相互之间也不一定完全相同。

　　１．协助司法功能
　　协助司法功能是公民参与司法的基础功能。所谓 “协助”，顾名思义，即协助公共权力

的运行，公民参与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公权力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功能在刑事诉讼活

动中多有体现，例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羁押替代措施中社会团体的参与，以及社区矫正中

公民、社会团体的参与等。这些公民参与形式的核心功能在于协助司法，其他形式的公民

参与也具有协助司法的功能，只不过其中的制约权力功能或监督权力功能更为突出。

　　２．制约权力功能
　　制约权力功能即通过分权来制衡国家公权力的运行。这种功能是通过让社会分享公权
力而实现的，即社会公众行使了传统上应当由国家公权机关行使的权力。在侦查阶段，侦

查机关行使侦查权力，公民信息调查员则行使原本专属于国家法定机关的案件调查权限。

在审判阶段，在陪审团模式下，审判权被分为事实认定权和法律适用权，分别由公民和法

官分享国家裁判权的不同部分；在参审模式下，审判权由公民和法官组成的完整的审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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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彭小龙：《民众参与审判的案件类型学分析》，《中国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３期，第１７３页以下。
参见顾永忠：《关于公民参与司法的若干问题》，载前引 〔９〕，陈卫东主编书，第１１２页以下。
参见陈卫东：《完善公民参与司法：司法改革的又一路径》，《检察日报》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９日第３版。
ＳｅｅＡｄｒｉａａｎＬａｎｎｉ，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Ｊｕｓｔｉｃｅ，４０ＨａｒｖａｒｄＣｉｖｉｌＲｉｇｈｔｓＣｉｖｉｌＬｉｂｅｒｔｉｅｓ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３６４－３８１
（２００５）．



织共同行使。这些都是公民参与司法发挥制约权力功能的典型形式。

　　３．监督权力功能
　　显而易见，权力监督型公民参与司法以监督权力的运行为目标。监督权力功能与制约
权力功能并不相同：制约权力功能通过公民分享国家机关的权力而实现，公民与国家机关

共同构成某一国家权力的行使主体，二者地位平等，并且这种制约关系是双向的；而监督

权力功能并不是通过公民分享国家机关的公权力，而是在既有的国家权力之外藉由公民的

监督权而达成，这种监督关系是单向的。监督权力功能传统上并未受到重视，但近些年来，

出于对国家公权力的不信任以及公权机关之间制约、监督机制的失灵，公民的监督权得到

了空前的强调。与之相适应，也产生了以公民参与司法的形式对国家公权力进行监督的机

制。这些机制以羁押巡视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为典型。〔１９〕

三、公民参与司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公民参与司法的必要性

　　当前，在我国，对于公民参与司法的必要性已经形成较为一致的认识。综合来看，公
民参与司法对司法民主、司法公正、司法公信力以及司法能力都具有促进作用。

　　１．公民参与司法与司法民主
　　公民参与司法的首要价值即为司法民主。〔２０〕不仅如此，有组织的公民参与司法对一个
国家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也有重大影响。〔２１〕推进公民参与司法，更主要的理由不在于公

民参与司法能够防止法官的错误，而在于公民参与司法与民主之间的关系。陪审制度在俄

罗斯、西班牙等国的复兴所昭示的不仅是对更为民主的司法制度的渴望，更是对更为自由、

民主的政府的期待。〔２２〕公民参与司法对民主具有的促进作用也得到了验证。例如，在美

国，参加过陪审团审判的公众在社会政治事务上的参与热情要高于没有参加过陪审团的公

众。〔２３〕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持续推进，强调公民对政治、司

法的参与一直是政治体制改革 （包括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公民参与

司法契合了当前政治体制改革 （包括司法改革）的精神。

　　２．公民参与司法与司法公正
　　公民参与对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是全方位的：〔２４〕（１）在实体方面，有助于正确地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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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如文中所述，人民陪审员制度和人民监督员制度在功能上有所差别：人民陪审员 “分

享”了审判权，在审判过程中，其与职业法官的地位是平等的；而人民监督员并未 “分享”起诉权，其对检

察机关诉讼活动的参与主要是一种监督。

参见前引 〔６〕，熊秋红文，第４９页。关于刑事司法民主的研究，参见胡铭：《刑事司法民主论》，中国人民
公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ＳｅｅＭａｔｔｈｅｗＪ．Ｗｉｌｓｏｎ，ＰｒｉｍｅＴｉｍｅｆｏｒＪａｐａｎｔｏＴａｋｅａｎｏｔｈｅｒＳｔｅｐ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ｎＬａｙ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ｔｏ
ＣｉｖｉｌＴｒｉａｌｓ，４６Ａｋｒｏｎ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６４１（２０１３）．
Ｓｅ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Ｏ．Ｌｅｍｐｅｒｔ，Ｃｉｔｉｚｅｎ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Ｊｕｒｉｅｓ，ＬａｙＪｕｄｇｅｓａｎｄＪａｐａｎ，１ＳａｉｎｔＬｏｕｉｓ
Ｗａｒｓａｗ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４（２００２）．
美国学者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参与刑事陪审团并作出裁决的陪审员在随后的选举中参与选举的频率，要比

那些被解除的陪审员、候补陪审员等更高。ＳｅｅＪｏｈｎＧａｓｔｉｌｅｔａｌ．，ＣｉｖｉｃＡｗａｋｅｎ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ＪｕｒｙＲｏｏｍ：ＡＴｅｓｔｏｆ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Ｊｕｒｙ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６４Ｊ．ＰＯＬ．５８５，５９１－５９２（２００２）．
参见前引 〔６〕，熊秋红文，第５６页以下。



事实与适用法律；〔２５〕（２）在程序方面，对司法独立、防止司法官僚化、宣传法治观念等均
具有积极作用。除了审判领域，公民对侦查、起诉、执行过程的参与也提升了权力运行的

公正性。无论是监督、制约公权力的运行，还是分享公权力、弥补公权力的不足，在客观

上都促进了权力运行过程与结果的公正性。

　　３．公民参与司法与司法公信力
　　司法公信力是指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和在该司法制度下法官履行其审判职责的信心与
信任的程度。〔２６〕近年来，我国的邻邦日本、韩国也面临着司法公信力不足的问题，并因此

启动了以公民参与司法为核心内容的司法改革。实践也表明，公民参与司法客观上提升了

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在美国，学者对全国８０００名陪审员的调查发现，６３％的人在参加完陪
审之后对陪审制度持支持态度。另有其他学者的研究表明，陪审员在参与审判之后，更加

倾向于认为司法制度是公正的。〔２７〕我国台湾学者的统计也很能说明问题：真的经历过司法

程序的人，对于法官的信任度至少有６０％，但进行全体统计时就马上变成 ３０％。大多数的
人都是 “听说的不信任”。〔２８〕公民参与司法对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是通过多方面的机制实现

的，公民参与带来的对权力的监督制约、程序的公开透明、司法结果的公正性、对法律的

宣教等都有助于提升司法公信力。

　　４．公民参与司法与司法能力
　　司法的存在与运行无不依赖于整个社会。除其他方面的原因之外，司法自身应对能力
的不足是一个重要因素。对于一些社会问题，司法不能做出有效回应，或者司法处理的效

率极为低下；特别是处于 “诉讼爆炸”的特殊时期，司法应对社会问题的能力更是捉襟见

肘。域外的司法实践表明，公民参与对于解决司法自身能力的不足具有积极效果。例如，美国

的社区司法运动之所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弥补传统上治理犯罪能力的不足；〔２９〕毒

品犯罪居高不下的逮捕率以及高监禁率对毒品犯罪的控制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３０〕而社

区司法运动自上世纪８０年代兴起以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刑事司法面临的窘境。〔３１〕

在美国的曼哈顿保释项目中，非政府组织通过会见被告人、检验其社区联系的紧密度、提

出释放建议以及监督结果等方面的参与，解决了无力支付保释金的被告人所面临的长期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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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陪审员的参与有助于达成正确的决定。陪审员能够全面审慎地评估案件证据，对不同

的意见进行分析。ＳｅｅＰｈｏｅｂｅＥｌｌｓｗｏｒｔｈ，ＡｒｅＴｗｅｌｖｅＨｅａｄ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Ｏｎｅ？，５２Ｌａｗ＆Ｃｏｎｔｅｍｐ．Ｐｒｏｂｓ．２０５，２０６
（１９８９）；ＳａｍｕｅｌＲ．Ｓｏｍｍｅｒｓ，ＯｎＲａｃｉａｌ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ＲａｃｉａｌＣｏｍ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ｎＪｕｒｙ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９０Ｊ．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Ｓｏｃ．Ｐｓｙｃｈｏｌ．５９７（２００６）．
参见毕玉谦主编：《司法公信力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３页。
ＳｅｅＳｈａｒｉＳｅｉｄｍａｎＤｉａｍｏｎｄ，ＷｈａｔＪｕｒｏｒｓＴｈｉｎｋ：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ＷｈｏＳｅｒｖｅａｓＪｕｒｏｒｓ，ｉｎＲｏｂｅｒｔＥ．
Ｌｉｔａｎ（ｅｄ．），Ｖｅｒｄｉｃｔ：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Ｊｕ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１９９３，ｐｐ．２８５－２８６．
参见耿诗婷：《追求更高层次的修复》，台湾 《司法改革》第８０期。转引自胡铭：《论民众参与在台湾刑事司
法改革中的作用》，载前引 〔９〕，陈卫东主编书，第１８４页。
社区司法是指以社区的秩序整合和提升社区生活品质为目标，而由社区直接参与的犯罪预防以及社区主导的

各种司法活动的总称。社区司法以社区为承载者和主体，讲求以和解、谅解、沟通、包容、矫正等开放性司

法方式，实现传统上国家司法无法达致的预防犯罪和维护社区秩序的目标。社区司法仅是利用社区在预防犯

罪等方面的特殊优势来弥补国家司法在预防犯罪方面的局限，因此，社区司法是对国家司法的有益补充，而

非取代国家司法。参见李本森：《社区司法与刑事司法的双系耦合》，《法律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１期，第１６９页。
参见前引 〔１８〕，Ｌａｎｎｉ文，第３６５页，第３６６页。
ＳｅｅＤａｖｉｄＲ．Ｋａｒｐ（ｅ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Ｆｉｅｌ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ｗｍａｎ＆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１９９８．转引自前
引 〔２９〕，李本森文，第１６６页。



禁问题，提高了审前程序的效率，还为保释矫正部门节省了一百多万美元的预算。〔３２〕而我

国试点的羁押巡视制度也表明，公民参与有助于解决现有的监所监督力量和监督能力不足

的问题。〔３３〕总体来看，公民参与司法通过将社会资源整合到司法运行中，既可以减少司法

资源的投入，也可以弥补司法资源的稀缺等带来的能力不足问题。因而，公民参与司法对

司法能力具有提升作用。

　　 （二）公民参与司法的可行性

　　对公民参与司法可行性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侦查阶段和审判阶段的参与，对公民在检察
阶段以及执行阶段的参与，质疑并不多。〔３４〕

　　１．公民参与侦查的可行性
　　对侦查阶段公民参与可行性的担忧集中在公民参与打破了侦查权的垄断性、有可能侵
犯公民权利以及有违侦查秘密原则、有可能干扰侦查活动。就前者而言，公民参与司法在

一定程度上分享了侦查机关的侦查权限，但由普通公民行使这种公权力是否必然导致公民

滥用调查权限，从而侵犯他人权利？答案是否定的。客观来讲，在立法上对公民的从业资

格、从业范围及其权限、违法责任等作出规范，公民滥权的问题就能得到控制，因而我们

不宜断然否定公民参与侦查的可行性。实际上，公民参与侦查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避免侦

查机关滥权而引入的一种制度机制。特别是在侦查机关滥权不予侦查或者侦查不力的情况

下，公民参与能够弥补侦查机关侦查的不足。

　　就后者而言，传统上以侦查秘密原则作为将侦查机关与外部社会隔绝，以确保侦查机
关顺利完成侦查任务的重要保障。至于公民参与侦查对侦查秘密原则的突破会有碍侦查则

是一种误解。一方面，侦查秘密是对整个社会保持不公开的状态，但不排斥特定范围人员

的知悉。参与侦查的公民仅是特定的执业人员，其也受到侦查秘密原则的限制，而不得私

自泄露侦查信息，其对侦查的参与没有否定侦查秘密原则。另一方面，公民参与侦查通常

只涉及搜集证据信息等基础性工作，这就决定了公民参与通常不可能涉及侦查机关的侦查

方向、策略等侦查的核心内容，因此不会破坏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实际上，美国公民参

与侦查的经验表明，公民参与侦查的范围决定了其参与侦查有助于弥补侦查能力的不足，

不但不会干扰反而促进了侦查的进行。〔３５〕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公民参与侦查在国外有成

文根据可循，诸如美国的私人侦探制度已经在法律上有规定。〔３６〕在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虽

未明文规定，但 “依靠群众”原则可以作为公民参与侦查的法律根据。因此，公民参与侦

查并不存在法律根据方面的障碍。

　　２．公民参与审判的可行性
　　由审判阶段自身特点所决定，对审判阶段公民参与可行性的质疑主要是：（１）审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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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吉姆·帕森斯等：《试点与改革：完善司法制度的实证研究方法》，郭志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
版，第２页以下。
参见陈卫东：《羁押场所巡视制度研究报告》，《法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６期，第３５页。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人民监督员制度在试点过程中曾经遭遇合法性危机。但在立法机关看来，人民监督

员制度是有法律依据的，甚至在宪法上都有所体现，其并不违法。参见陈卫东：《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困境与出

路》，《政法论坛》２０１２年第４期，第１２１页。
参见李忠民：《美国商业性私人参与研究与借鉴》，西南政法大学２０１２年博士学位论文，第２３页以下，第３１
页以下。

美国自新泽西州１９３９年制定 《私人侦探法》以来，其他各州相继制定了此类法律。参见前引 〔３５〕，李忠民
文，第４２页。



专业性的判断活动，公民不具有审判能力；（２）公民是有偏见的；（３）公民是非理性的，
可能导致有偏失的裁判；〔３７〕（４）公民参与司法会导致司法成本的增加。〔３８〕实际上，这些
理由难以成立。陪审制度较为发达的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已经足以表明公民参与审判

具有可行性。域外既有的研究也表明，公民完全具备参与审判的能力。

　　首先，公民具备判断能力。传统上认为，法官受过专业训练，在事实与法律的判断上
较之普通人具有职业优势。这也是我国学者主张法官精英化的重要理由。但美国的实证研

究表明，尽管公民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在审判方面几乎具备与法官相同的能力；无论是

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法官裁判与陪审团裁判一致的比例为７５％。〔３９〕即便在不一致的情
况下，也没有多少证据表明陪审团出错了。〔４０〕不仅如此，研究还表明，在事实判断方面，

普通公民做得相对较好。〔４１〕这是因为，普通公民拥有广泛的社会生活阅历，在生活经验方

面可能比高度职业化的法官更具有优势。因此，以公民不具备审判能力为由否定公民参与

审判是不充分的。

　　其次，关于公民的偏见问题。这也不应当成为否定公民参与审判的理由，无论是普通
公民还是职业法官都是有偏见的，在一定程度上，职业法官的偏见可能还要更多一些。实

践中，职业法官往往习惯于肯定一个人的罪行并因此更加倾向于有罪推定。而且，在公民

和职业法官都有偏见的情况下，公民相较于职业法官往往更能排除这些偏见；特别是在参

与审判的公民人数较多的情况下，持有偏见的个人意见会被其他人的意见所抵销。〔４２〕但在

独任制之下，职业法官个人的偏见无法排除；而即便在合议庭组织中，这种偏见也可能发

挥较重要的作用。此外，与职业法官不同，公民不会在任命、薪酬等方面受到外部力量的

干预，因此对于因外部力量特别是政府力量的干预而导致偏见的情况，公民较之职业法官

往往更能抵抗这些外部压力。

　　最后，关于公民参与审判的成本问题。不可否认，在公民参与审判的情况下，公民参
与会带来司法成本的增加。挑选陪审员、进行培训需要大量的时间、金钱投入，而陪审员

参与审判所导致的审判程序的繁琐也造成了司法成本的大幅增加。但是，从整个司法的过

程看，公民参与审判的收益却是无法估量的。例如，公民参与审判对司法公正的促进、对

司法公信力的提升，这是难以用司法成本加以衡量的。公民参与审判也可能对再审、重复

申诉等有所助益。因此，公民参与审判实际上会从整体上节省司法成本。在实行陪审制的

国家，司法成本增加的质疑更是不成立。一方面，适用陪审团的案件数量比较少，另一方

面陪审团制度所导致的程序分流、审前充分的证据披露、集中审理等却有助于从整体上减

少司法资源的投入。〔４３〕

　　３．公民参与司法与 “群众审判”

　　在我国，对公民参与司法的 “恐惧”并未集中于上述各种技术性问题，而是集中在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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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民参与司法的非理性问题，将结合我国群众审判的历史在下一小节进行讨论。

参见前引 〔２２〕，Ｌｅｍｐｅｒｔ文，第６页。
ＳｅｅＨａｒｒｙＫａｌｖｅｎ，Ｊｒ．＆ＨａｎｓＺｅｉｓｅｌ，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ｕｒｙ，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ｐ．５６．
参见前引 〔２２〕，Ｌｅｍｐｅｒｔ文，第２页。
ＳｅｅＲｅｉｄＨａｓｔｉｅｅｔａｌ．，ＩｎｓｉｄｅｔｈｅＪｕｒ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３，ｐ．２３０．
ＳｅｅＤｅａｎＣ．Ｂａｒｌａｎｄ，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Ｍａｊｏｒｉｔｙ，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５８Ｊ．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Ｓｏｃ．Ｐｓｙ
ｃｈｏｌ．５５，５９（１９５９）．
参见前引 〔２２〕，Ｌｅｍｐｅｒｔ文，第６页以下。



观的 “路线”方面：（１）公民参与司法，特别是参与审判是否会走到建国后一段时期内盛
行的 “群众审判”的老路上去；（２）公民参与司法是否会导致改革开放以后努力追求的法
官职业化改革半途而废。

　　前一观点的根基在于对公民参与司法的非理性的担忧。这种担忧在国外的实践中已经
被证明是不存在的，〔４４〕但在我国出于对历史的反思，对公民参与司法有所顾忌，担心我国

的司法再次走向非理性的一面：以 “人民 （公民）”的名义为所欲为，“人民 （公民）”成

为权力的 “点缀”。〔４５〕在这段历史中，“依靠群众”本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有益经验，却

在实践中逐步演变成群众运动式的参与。在此种参与模式下，群众参与的目的不是为决策

者提供有助于案件解决的 “地方性知识”，而是证成决策的正确性；被组织起来的群众处于

“集体无意识”状态，按照事先定下的基调作出整齐划一的决定；被组织者的意志被组织者

的意志所替代。〔４６〕这些都被看作是 “政治司法”的表现。对此，应当指出，这些现象的根

源在于政治环境，是特定的历史环境造成的。在建设法治国家的今天，产生这些现象的政

治环境、历史环境已经不存在。而且，公民参与司法也与以往的群众运动式参与不同：参

与过程中公民的地位、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参与过程也要受到法律的严格规范。因

此，这些担忧可以通过对公民参与司法的规范化、制度化构建而得到消除。

　　持后一观点的论者认为，当前司法不公的原因在于司法不独立，并希冀通过司法职业
化来实现司法的独立性。〔４７〕应当承认，司法不独立的确是导致司法不公的重要原因。但当

前对公民参与司法的强调并不是要回到改革之初，更不是走 “回头路”。公民参与司法一方

面是回应社会的需要，实现割裂的职业化法官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另一方面是解

决司法不独立的问题。〔４８〕传统上，改革者希望借助法官职业化来实现司法的独立性，但改

革实践却证明有了职业化的法官仍旧难以解决司法不独立的问题。即便司法机关内部也是

如此。实践中，司法机关内部的科层现象较为严重，职业化法官依照不同等级构成等级

“金字塔”，并依照业绩、工龄等因素逐级晋升。由此模式培养出来的法官至少在司法机关

内部难以获得独立性。对外而言，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司法受行政力量干预的现象较为

严重，法官的独立性亦难以维持。而公民参与司法对法官独立却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对内

而言，公民作为外部力量是科层化司法机关内部唯一的非官僚化因素，〔４９〕其对司法体系的

非依赖性决定了其具有对抗司法机关内部科层化体制，特别是上级干预的能力；对外而言，

无论是职务任命还是晋升等都不受政府制约，因而其能够保持足够的抵抗力与独立性。〔５０〕

此外，公民参与司法也不会干预司法的独立性，因为一旦成为特定案件的陪审员，公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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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２２〕，Ｌｅｍｐｅｒｔ文，第５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５〕，张千帆文。
参见陈洪杰：《从 “群众参与”到 “公民参与”：司法公共性的未来》，《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４年第 １期，
第６３页。
参见前引 〔５〕，马国川文。
关于公民参与司法有利于排除外部干扰、促进法院独立审判的分析，参见刘计划：《我国陪审制度的功能及其

实现》，《法学家》２００８年第６期，第７０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２２〕，Ｌｅｍｐｅｒｔ文，第８页。
日本学者的研究表明，法官的裁判如果不能令政府满意，与其他人相比，该法官更可能无法如愿地晋升职务。

ＳｅｅＪ．ＭａｒｋＲａｍｓｅｙｅｒ，ＴｈｅＰｕｚｚｌｉｎｇ（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ｕｒｔｓ：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２３Ｊ．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７２１，７２４－
７２５（１９９４）．



是 “法官”，不存在干预法官独立的问题。还需要说明的是，公民参与司法的范围是有限

的，不会对法官的职业化构成根本性颠覆。因此，综合而言，公民参与司法不仅不会干预

司法的独立，还能促进司法的独立；〔５１〕公民参与司法是对法官职业化不足的补正，而非否

定。〔５２〕从官方的改革来看，这些年的改革取向也没有否定法官的职业化，围绕法院、检察

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所进行的各项改革，也都是以塑造职业化法官为取向的。在此意义上，

强调公民参与司法并不是改弦易辙，走 “回头路”。

四、公民参与司法的原则

　　为正确理解、贯彻中央提出的 “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的精神，公民参与

司法，无论从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实践层面来看，总体上应当遵循两项基本原则，即规范性

原则与有效性原则。公民参与司法作为司法权运行的一种方式，应当遵循刑事诉讼的基本

规律，否则会面临失范、无序的风险，影响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而从公民参与司法的目

的来看，为保障公民参与司法各项功能的顺利发挥，应当确保公民参与司法的有效性。

　　 （一）规范性原则

　　规范性原则要求公民参与司法必须纳入法治的框架，公民对司法的参与必须规范有序，
不能以公民参与司法为借口任意干预司法活动的进行。否则，不仅公民参与司法的初衷无

法实现，反而还会导致前述所担忧的各种弊端成为现实。具体而言，规范性原则包含以下

几个方面的要求：

　　１．公民参与司法的范围法定性
　　公民参与司法范围的法定性意图划定公民参与司法的界限。毫无疑问，公民参与司法
具有可行性并不意味着公民能够参与刑事诉讼的全部活动。公民参与司法必须考虑刑事诉

讼的基本规律，不能违背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例如，对于保密要求相对比较高的侦查领

域，必须综合考虑公民参与司法的需要与侦查秘密原则的平衡。〔５３〕因此，需要在立法上明

定公民参与侦查的界限。再比如人民监督员制度，立法上也应当明定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

围，划定人民监督员的权限。公民参与司法的权限范围不明容易导致两个极端：一是公民

参与司法于法无据，参与的权威性受到质疑，参与效果自然不彰；二是公民参与 “无法无

天”，任意扩大参与范围，扰乱刑事诉讼的正常秩序。

　　２．公民参与司法的形式法定性
　　此即公民参与司法的形式由法律事先加以明确。公民参与司法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必
须符合法律的要求才能保证参与的规范有序。例如，在侦查阶段，公民参与司法应当采取

何种形式？在检察环节，是采取日本式的检察审查会模式，还是我国创制的人民监督员模

式？在审判阶段，公民参与是采取陪审团方式，还是参审方式？对此，必须以法律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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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研究表明，正是参与司法的陪审员推动了英国的司法独立。参见何兵：《司法民主化是个伪命题么？》，

《经济观察报》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５日第４２版。
很多学者也都赞成法官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并不冲突，二者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参见上引何兵文。

关于公民参与司法与侦查秘密原则的协调，参见程雷：《公民参与侦查：制度、实践与法理》，载前引 〔９〕，
陈卫东主编书，第３９３页。



形式参与才符合法定性要求。

　　３．公民参与司法的程序法定性
　　公民参与司法也必须按照法律事先拟定的程序进行，不能逾越法律的规定，否则不仅
破坏诉讼活动的进行，也可能对公民的权利造成侵害。例如侦查阶段公民的参与，如果公

民介入的程序不合法，比如向外界透露侦查信息、帮助翻供、串供等，会使侦查工作难以

开展，而对公民实施窃听、私自录音录像等则会侵害他人的权利。由此可见，公民参与司

法是一柄双刃剑，运用不当将酿成不可估量的后果。将公民参与司法关入程序的 “牢笼”

属于扬长避短的有益举措。

　　４．公民参与司法的效果法定性
　　规范性原则还要求对公民参与司法的法律效果加以明确。明确公民参与司法的法律效
果，既有助于确保公民参与司法的效能发挥，也有助于避免公民借助参与司法追求法律效

果之外的其他利益。就前者而言，参与效果的法定性使任何试图倾轧公民参与司法的努力，

特别是公权机关否定或削弱公民参与司法效果的努力都化为泡影，增强了公民参与司法的

有效性。就后者而言，明定公民参与司法的法律效果，对于公民调整自己参与司法的预期，

确保公民参与的有序与规范都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有助于公民维护自己的法定参与权。

　　 （二）有效性原则

　　此即应当确保公民参与司法发挥其应有的制度功效，防止公民参与成为 “走过场”的

“仪式”。有效性原则是对公民参与司法的客观效果的要求，其追求的是公民参与司法的实

质效果。公民参与的效果决定了公民参与司法的各种制度机制能否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为

确保公民有效参与，应当遵从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

　　１．参与形式的多元性
　　要确保公民参与司法能够取得实效，首先应当在立法上拓宽公民有序参与司法的形式，
提供充足有效的制度供给。当前，司法实践不断探索公民参与司法的各种有效形式，对此

应当予以制度化、规范化，以满足公民参与司法的需求。

　　２．参与机制的自主性
　　公民参与司法不仅需要在制度供给上提供公民参与司法的多元方式，在具体制度机制
的构建方面也需要确保公民参与的自主性。即只要符合法定性的要求，公民有权在法律范

围内独立自主地行使参与权，表达意见或形成决定，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都不得干扰这

种独立自主性。当然，在不同的参与形式之下，会有不同的自主性保障机制。例如，在公

民信息调查员制度之下，明确的法律授权、法官的司法保障、责任追究的正当性等都可以

说是公民自主性参与的保障；而在人民监督员、人民陪审员制度方面，参与主体的平民性

与随机性、参与过程的自主决策性 （不受专业人士或官方人士的支配）、决策效果的拘束力

等都构成了公民自主性参与的保障机制。因此，应当结合不同的参与形式，构建有助于公

民自主参与司法的制度机制。

　　３．公权机关负有保障公民有效参与的义务
　　在以公权机关为主要参与者的刑事诉讼活动中，特别是在我国的现实司法环境下，公
权机关主导了整个刑事司法活动，各项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离不开公权机关的参与、支持

与配合。对于公民参与司法而言，更是如此。为确保公民参与司法的有效性，公权机关负

有一定的保障义务。这种保障义务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消极的不干预义务，二是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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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助义务。前者是指公权机关不能以各种手段干扰、破坏公民参与司法。例如，在现行

人民陪审员制度之下，司法机关限制人民陪审员发表意见或参与决策就是干预公民参与司

法的体现。而后者则要求公权机关积极采取措施配合公民参与司法，为公民参与司法提供

各方面的便利条件。

五、公民参与司法的现状及其改革

　　 （一）公民参与司法的整体样态

　　对此可从立法和实践两个层面加以观察。无论从哪个层面看，我国公民参与司法的状
况都不容乐观，亟需改革。

　　从立法层面看，我国公民参与司法的现状可归纳为法律规范的阙如和法律规范的偏失：
（１）法律规范的阙如。这主要表现在，现有法律规定的公民参与司法形式非常有限，仅限
于陪审等方面的零散规定，难以满足公民参与司法的实践需求。而且，随着刑事司法的发

展，无论是域外经验还是国内实践都表明，公民参与司法的形式正日趋多元化，而我国在

立法层面对此却没有做出有效的回应与调整。（２）法律规范的偏失。这指的是我国公民参
与司法的制度构建在科学性与完备性方面尚有缺陷。例如，目前人民陪审员任免的常态化

使人民陪审员演化为 “编外法官”，成为弥补法院审判力量不足的一种途径。

　　从近年来我国公民参与司法的实践看，暴露的问题很多，总结起来可以归纳为两点：
（１）公民参与司法的规范性不足。对于法律没有规定的公民参与形式，实践中通过各种变
通的方式予以践行。司法实践中公民介入司法的各种非法治方式大行其道，这使得公民参

与司法面临失序的风险。特别是伴随着一些重大争议案件的发生，实践中也在不断探索新的

公民参与司法形式；这些形式多种多样，不仅面临合法性问题，也存在失序的风险。（２）公
民参与司法的有效性不足。在我国公权机关主导的司法活动中，非常排斥公民的参与，特

殊情形下连形式上的参与也不被允许。即便在允许公民参与的场合，公民参与也往往是

“走过场”，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在司法实践中，这集中体现在参与司法的公民多为政

协委员、退休干部等精英、公民参与司法的过程为官方所主导、公民参与司法的效果不具

有法律拘束力等方面。

　　 （二）公民参与司法的现状及其改革

　　我国公民参与司法的立法与实践，可以根据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分别进行分析。
　　１．侦查阶段的公民参与及其改革
　　 （１）侦查阶段公民参与的现状
　　侦查权的国家性以及侦查活动的秘密性、安全性等决定了公民在侦查阶段的参与程度
受到极大的限制。〔５４〕因此，除了举报之类的边缘性参与之外，刑事诉讼法所体现的公民参

与主要表现在见证人、扭送制度等方面。举报、扭送等主要强调公民参与的协助功能，而

见证人制度既有协助执法的一面，也有监督执法的一面，只不过在司法实践中其监督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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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例如有学者指出，基于侦查秘密原则，公民参与侦查可以在侦查法律规范的制定与实施、侦查对象及被追诉

人的权利待遇保障情况以及侦查结果的处理方式等方面，发挥相应的作用；但对于侦查行为、侦查进展，基

于侦查秘密原则的考虑，公民不宜介入。参见前引 〔５３〕，程雷文，第３９３页。



不断弱化，被协助功能所取代。因此，从整体上看，侦查阶段的公民参与不仅参与形式非

常有限，发挥的功能也主要是协助功能，而缺少制约型和监督型公民参与途径。

　　侦查阶段的制约型公民参与主要以公民信息调查员制度为典型，〔５５〕也即实行侦查权的
“双轨制”配置模式，公民也具有调查权限。但是，公民信息调查员制度在我国的立法上尚

未确立，更谈不上授予公民信息调查员以调查取证权。但在实践中，公民信息调查员的数

量已经十分可观。自１９９２年我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 “私家侦探所”成立以来，据保守估

计，国内的 “私家侦探所”数量已达 ３７００多家，从业人员数量达 ２万多人。〔５６〕而各类信
息调查公司主要以 “调查中心”、“信息咨询”等名义开展活动。就公民信息调查员的活跃

领域看，主要是民商事领域，对刑事领域尚涉及不多。就司法实践看，公民信息调查员执

业多不规范且存在很大风险，也存在侵犯公民权利的情况。〔５７〕

　　侦查阶段公民参与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缺乏监督型公民参与途径。公安部在上世纪 ９０年
代末曾推行特邀监督员制度，对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执法执勤和遵纪守法情况进行监督。

检察机关在２００３年也对自侦案件侦查中的公民参与进行了探索，试点推行了人民监督员制
度，由人民监督员对自侦过程中的违法立案、不立案、违法侦查等违法行为进行监督。〔５８〕

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对公民参与司法进行的新探索。但是，也应当看到，由于制度设置等各

方面的问题，这些制度尚未实现预期的制度效果。

　　 （２）侦查阶段公民参与的改革
　　第一，拓宽协助型公民参与侦查的途径。在侦查阶段，协助型公民参与的形式还较为
传统，也较为有限，尚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形势。特别是从比较法的视角来看，域外侦

查阶段的协助型公民参与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参与形式，体现出由个人参与到以非政府组织、

社区组织为主体的社会参与，由信息提供、见证等边缘性参与到参与决策过程、分享职能、

承担责任等实质性参与，由协助侦查到协助强制措施的决定和执行等趋势。未来，我国侦

查阶段的协助型公民参与要获得新的发展就必须转型，吸纳社会团体、组织对侦查的参与，

并扩大公民参与的范围。近年来，特别是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实践中也进行了公民参与

侦查的积极探索。例如，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检察院探索的 “黄河中途驿站”管护帮

教模式，通过社会组织的参与解决了扩大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过程中 “一放即跑”的

问题。〔５９〕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领域，很多地方探索了未成年人观护基地模式，以作为适用

非羁押性措施的社会支持体系。〔６０〕这些探索显示出我国侦查阶段协助型公民参与新的发展

趋势：首先，由公民个体的参与到社会组织的参与。其次，由单纯的参与侦查到参与强制

措施的适用，扩大了公民参与侦查的程度与范围。这些趋势与域外侦查阶段协助型公民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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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关于 “公民信息调查员”的称谓，学界有不同认识，有人称为 “私人侦探”。笔者认为将之称为 “公民信息

调查员”更为恰当。

参见黑丁、王丽英、范静：《中国私家侦探违法犯罪现状》，《检察风云》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９页。
同上。

关于人民监督员制度，因其能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侦查行为进行监督，因此也属于侦查阶段的公民参与。

但是，考虑到人民监督员制度主要由检察机关创设，对这一制度将主要在检察环节进行分析阐述。

关于 “黄河中途驿站”的介绍，参见卢金增、张海霞： 《黄河中途驿站化解 “一放即跑”难题》， 《检察日

报》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６日第３版；张冬梅、赵国栋： 《黄河中途驿站开启管护帮教新模式》， 《山东法制报》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２日第２版。
参见前引 〔１３〕，宋英辉等文，第９９页以下。



与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但也应注意到，我国现阶段的探索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首先，现阶段的公民参与大多处于试点阶段，在规范化和制度化方面都有所

欠缺，可持续性较差。其次，公民参与的积极主动性不足。在官方主导的改革中，公民参

与大多是被动地进入侦查程序。最后，与上述特点相一致，公民参与的范围主要是分享决

策之后的部分 “管护”权能，而缺乏在决策前以及决策中的协助作用。从确保公民规范、

有效参与的角度出发，未来应当对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给予重视。

　　第二，构建制约型公民参与侦查的途径。改变侦查阶段公民参与现状的另一举措是构
建制约型公民参与侦查的途径，即构建公民信息调查员制度。应当看到，公民信息调查员

制度在提升辩护方的取证权、加强控辩平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在美国，主流观点认为，

禁止被追诉人雇佣公民信息调查员不符合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因为刑事诉讼本质上是国

家和罪犯之间的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国家可以使用卧底打入到犯罪集团内部，而罪

犯却不能派遣一个人打入到国家内部；公诉人有权使用大量的间谍、侦探和线人，而辩护

方却无权雇佣任何人为其服务。”〔６１〕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实际上，在我国这样一个以 “权

力本位”为典型特征的国家，公民信息调查员合法化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制约国家公权力的

运用。公民信息调查员制度打破了侦查机关在侦查方面一家独大的状况，能够反向促进侦查机

关合法、规范地运用侦查权。而且，从客观效果上看，公民信息调查员合法化也更能实现被追

诉人的合法权利。当然，对于公民信息调查员的合法化，还必须探讨更为具体的制度设计与

规范。这些方案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明确公民信息调查员和信息调

查机构的准入资格和程序；其次，加强对公民信息调查员的监督和管理；再次，明确公民

信息调查员的权限范围及其行使方式；〔６２〕最后，应当明确公民信息调查员所收集的证据的

使用问题。〔６３〕唯有如此，方能既保证公民参与侦查的有效性，又维护规范性原则的要求。

　　第三，构建监督型公民参与侦查的途径。对于侦查阶段监督型公民参与的改革，应当
考虑在借鉴既有实践的基础上探索统一、规范的公民参与制度。实际上，无论是特邀监督

员制度还是人民监督员制度，其本质都在于通过民众的参与实现监督权力公正运行的目的。

这两种制度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未来应当促进这些不同的公民参与方式的融合，构建统一

的公民参与侦查制度。一种可行的路径是将人民监督员制度的适用范围推广至所有刑事案

件，并不局限于检察机关自侦的刑事案件，而是也包括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６４〕至于如何

确保公民参与的效果，其核心在于确保参与公民的 “平民性”以及参与的自主性。下文对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分析也适用于此，在此不再赘述。

　　２．审查起诉阶段的公民参与及其改革
　　 （１）审查起诉阶段公民参与的现状
　　在大陆法系国家，检察运行中的公民参与传统上并没有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但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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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６３〕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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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ｉｂｅｒｙａｔ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Ａｕｇｕｓｔ－１９１２，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ａｎｄ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Ｇｏｌｄｅ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１２，ｐ．１５．转引自张泽涛：
《私人侦探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及其规范》，《法学家》２００７年第６期，第９１页。
关于 “私人侦探”的规范化，参见上引张泽涛文，第９７页以下。
对于公民信息调查员收集的证据应当承认其具有可采性。但是，此类证据作为委托一方向法庭提供的证据，

需要在法庭上经过举证、质证等程序，并查证属实后才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参见前引 〔３４〕，陈卫东文，第１３１页。



对检察权滥用的担忧，一些国家开始探索审查起诉阶段的公民参与。例如，日本于近年仿

效美国的大陪审团制度设置了检察审查会制度。在我国，检察机关不仅承担着诉讼监督职

能，还承担着诉讼职能，比如自侦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等职能。但是，权力的集中无疑

会带来权力滥用的风险，特别是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始终面临着监督者由谁来监

督的问题。为化解检察机关监督权的正当性质疑，提高检察机关的办案质量，最高人民检

察院从２００３年开始试点人民监督员制度。〔６５〕

　　对于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试点情况，笔者曾采用个别访谈和调取数据等实证方法，以最

高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和 ＳＨ省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办公室为调研对象进行了调
研。〔６６〕通过调研分析发现，人民监督员制度在取得骄人成绩的背后，也隐藏着各种危机。

可以说，人民监督员制度在试点推行多年之后正处于一个 “十字路口”。〔６７〕从公民参与的

视角观察，这几年我国的人民监督员制度面临诸多困境，其核心在于参与的有效性问题：

　　第一，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过窄。人民监督员适用的范围仅限于检察机关自侦案件，
而不能适用于检察机关办理的普通刑事案件。究其实质，人民监督员的创制主要是针对检

察机关的自侦权，对公诉权则缺乏有效的公民参与机制。这就使人民监督员的作用范围极

为有限。

　　第二，人民监督员在民意代表上 “先天不足”。人民监督员的选任主要是 “单位推荐，

检察机关确认”的模式，这使得检察机关在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方面具有决定权；而选任的

人民监督员主要来自党政机关、工青妇、辖区内的龙头企业 （大多为国企，甚至是央企），〔６８〕

因此人民监督员的民意代表性不足。而人民监督员办公室设置的不科学，也让具体案件中

人民监督员选任上的 “随机抽选”难以实现。民意代表性不足所导致的后果即为人民监督员

履职过程的官方主导性。这种官方主导性既可以通过直接干预的方式来实现，也可以通过间

接的方式实现，比如选任 “听话”的人民监督员。

　　第三，人民监督员监督的形式化。一方面，人民监督员的监督缺少必要的 “手段和武

器”。人民监督员不能直接接触案件材料，而只能向办案人员了解情况，这使得人民监督员

对一些案件缺乏必要的监督手段。〔６９〕而办案人员介绍情况难免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介绍

的案件情况也可能不全面。这不仅导致人民监督员难以全面了解案件，还可能误导人民监

督员对案件的认识。另一方面，人民监督员的监督不具有强制效力。人民监督员的作用不

仅体现在同意办案部门的意见方面，更体现在不同意办案部门的意见时如何处理上。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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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诞生以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９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北京召开的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会议为标
志。２０１０年，全国已有３１３７个检察院进行了该项试点，占各级检察院总数的８６．５％，先后选任人民监督员
３万多人次。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胡泽君在２０１０年 “检察机关全面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电视电话会

议”上的讲话。

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办公室负责对全国范围内的人民监督员制度进行指导和管理，而 ＳＨ省人民检察院
人民监督员办公室负责本省范围内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运行。ＳＨ省地处我国中部，经济发展状况在全国处于中
游偏下的水平。

参见前引 〔３４〕，陈卫东文，第１３３页。
笔者调研的 ＳＨ省人民检察院选任的 ４０位人民监督员的构成情况是：机关 ５人，占 １２．５％；团体 ２人，占
５％；企事业单位２７人，占６７．５％；基层组织６人，占１５％。同上文，第１２３页。
例如，笔者的实证研究显示，人民监督员在 “五种情形”案件中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

有效的案件发现机制。参见前引 〔３４〕，陈卫东文，第１２６页。



人民监督员不同意办案部门意见时，由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作出决定的做法使得人

民监督员的监督徒具形式，难以发挥实质效果。

　　 （２）审查起诉阶段公民参与的改革
　　这应当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就宏观层面而言，主要是从公民参与的角度来理
解人民监督员制度。无论是人民监督员制度的适用范围过窄，还是人民监督员制度适用中

的其他问题，都肇因于当前对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认识过于狭隘。以完善检务公开、提升办

案质量为目标的制度设计初衷，使得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各项设置，均围绕着如何完善内部

监督而非外部的公民参与来展开。因此，有必要改变对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传统认识，从公

民参与的角度将作为内部机制的人民监督员制度转变为一项社会参与机制。

　　从微观层面而言，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改革应当围绕确保公民有效、实质参与来进行。
需要指出的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针对之前人民监督员制度存在的问题，有关机关、

部门已经采取了一些应对举措。这些改革有其进步之处，但也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具

体而言：

　　第一，推进人民监督员选任 “由内而外”的转变，即由检察机关之外的其他主体负责

人民监督员的选任，以确保人民监督员的独立性。从理论上看，人民监督员选任机构的设

置具有多种可能，由同级司法行政机关、人大、法院、政法委等负责人民监督员的选任也

并非不可。但笔者认为另一可行的改革思路是构建人民监督员独立选任委员会。该委员会

在建制方面对检察机关不能有任何依附性，并且该委员会的工作不局限于人民监督员的选

任，而应当覆盖人民监督员制度运行的各个方面。需要指出的是，２０１４年 ９月最高人民检
察院与司法部联合下发了 《关于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方式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２０１５年３
月又印发了 《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方案》，推行人民监督员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选任管

理。这初步实现了人民监督员选任的外部化，迈出了 “由内而外”转变的关键一步。未来，

需要在此方面予以全面推进。

　　第二，扩大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一方面，扩大人民监督员对自侦案件中其他情形
的监督；另一方面，实现人民监督员监督范围向其他刑事案件侦查和起诉的全覆盖。对于

前者，上述 《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方案》已经作了调整，将监督的范围扩展为 １１种情
形，而对于后者则没有涉及。从世界范围来看，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在不断扩张，由此带

来了检察官滥用起诉裁量权的问题。因此，世界各国无不对规制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给予

充分关注，其中藉由公民参与的外部监督逐渐受到重视。例如，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制度便

是通过公民参与来规制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７０〕就我国而言，起诉裁量权滥用的风险一直

得不到有效化解，对此可以借鉴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制度，对人民监督员制度进行改造，将

之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的起诉环节。

　　第三，强化人民监督员意见的法律拘束力。人民监督员意见的法律效力不仅应当体现
在程序方面，也应当体现在实体方面；在特定情形下赋予人民监督员意见以实体效力，能

够更好地发挥监督的效果。在人民监督员意见的程序效力方面，上述 《深化人民监督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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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在日本，检察审查会是审查检察官不起诉处分的制度，其目的是反映公民对公诉权实施的意见、衡量公诉权

实施是否公正。参见 ［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刘迪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１１页。



度改革方案》已经明确赋予了人民监督员要求复议权。这对于强化人民监督员意见的法律

效力具有重要意义。而在实体方面，该方案对于人民监督员在复议后仍不同意检察机关决

定时如何处理则没有予以明确。对此，未来需要明确，在检察机关复议后仍未采纳多数人

民监督员的意见的，如果多数人民监督员仍不同意，则应赋予人民监督员的意见以法律强

制力，检察机关必须采纳。

　　３．审判阶段的公民参与及其改革
　　 （１）审判阶段公民参与的现状
　　审判阶段的公民参与一直是公民参与司法的核心领域，世界各国无不以此为重心构建
公民参与司法的制度机制。就我国而言，审判阶段的公民参与在盛行一时之后有过一段衰

落期；法制恢复重建之后，公民参与审判问题又逐渐受到重视。但从制度实践来看，我国

审判阶段的公民参与主要以人民陪审员制度这一制约型参与形式为主，而缺乏其他形式的

公民参与。单就人民陪审员制度而言，实践中的运行效果并不令人乐观。具体而言，我国

审判阶段的公民参与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公民参与审判的形式单一。从现有法律制度来看，我国审判阶段公民参与的形
式只有人民陪审员制度，像国外运行已久的治安法官制度、〔７１〕“法庭之友”制度、量刑委

员会制度等，在我国的立法体系中尚找不到身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实践中各种类

型的公民参与审判机制正在不断形成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例如，司法实践中一些以专家

出具法律意见书为表现形式的专家型公民参与曾引起过争议：专家出具法律意见书的程序、

专家法律意见书的内容限制以及专家法律意见书的效力，在法律上都没有相应的规范。这

从根本上制约了专家型公民参与，也影响了专家型公民参与的效果。再比如，随着量刑规

范化改革的推进，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了委托有关社会团体进行社会调查的制度，对被告人

的个人背景、社会环境、改造前景等进行调查、评估。但是，社会调查制度缺乏关于调查

报告制作主体、内容格式、效力等方面的制度约束，导致其应有的功能远未实现。〔７２〕

　　第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失灵。审判阶段公民参与最主要也最典型的形式就是人民陪
审员制度。２００４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 《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人民陪审

员制度被赋予了极高期待，希望藉此加强司法的民主化，提升司法的透明度。但多年来的

司法实践将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缺陷暴露无遗，人民陪审员制度实际上已经流于形式，陪审

员很大程度上是 “陪同审判”、“陪而不审”。与人民监督员制度类似，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失

灵主要体现在人民陪审员的精英化、准法官化以及参与过程的官方主导性等方面：首先，

人民陪审员的精英化。实践中，人民陪审员并非随机产生，而是参照法官的任命模式，遵

循 “推荐 （申请）—审查—提名—任命”的程序进行。这使得人民陪审员的产生受制于司

法机关。而为了能够有效管控人民陪审员的参与，司法机关倾向于从离退休干部、党政机

关干部这些 “政治觉悟”较高的人群中选任人民陪审员。如此一来，公民参与审判的 “平

民性”不足，沟通社会与司法的桥梁作用无从发挥。更重要的是，这种选任方式造成了人

民陪审员的非独立性。其次，人民陪审员的准法官化。人民陪审员不定期遴选、任期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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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

〔７２〕

治安法官制度以英国为典型。治安法官是作为基层法院的治安法院的业余法官，其是公民直接被任命为法官，

就特定类型案件行使审判权的公民参与司法形式。参见前引 〔６〕，熊秋红文，第４９页以下。
参见陈卫东：《论隔离式量刑程序改革———基于芜湖模式的分析》，《法学家》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７页以下。



容易出现 “陪审专业户”、“准法官”等现象，不利于调动人民陪审员的积极性，使人民陪

审员不具有代表人民的广泛性。从司法实践看，这类现象并非罕见。〔７３〕同时，人民陪审员

长期在法院 “任职”，也使得陪审员与法官成为利益共同体；人民陪审员丧失了客观中立

性，难以发挥有效的制约作用。最后，参与过程的官方主导性。人民陪审员选任的官方主

导性使公民参与的独立性与主动性受到极大挫伤。而人民陪审员在合议庭中数量不足，也

难以起到制约法官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职业法官与人民陪审员在智识上存在不对称，

当这种不对称扩大为制度性的不对称之后，职业法官与人民陪审员之间会形成支配与被支

配的关系，最终职业法官的意见将对裁判具有决定性的影响。〔７４〕这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体

现为如下现象：庭审过程中，绝大多数人民陪审员不发言或很少发言；在庭审后案件合议

的过程中，人民陪审员不参加或不认真参加案件评议；人民陪审员不独立发表自己的意见

或不坚持自己的意见，等等。〔７５〕基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践运行效果不彰，特别是不能有

效吸纳社会意见，实践中很多地方在探索如何拉近司法与民众之间距离的新机制。例如河

南省试点的 “评审团”制度，在一些重大、复杂和敏感的案件中，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干部和群众中选取７—９人为代表参加庭审。庭审结束后，请他们对案件的定罪量刑是否适
当发表意见，他们的意见成为合议庭裁判的重要参考。〔７６〕

　　 （２）审判阶段公民参与的改革
　　第一，构建多元化的公民参与审判形式。目前来看，拓宽审判阶段公民参与的途径至
少可以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借鉴美国的 “法庭之友”制度改造以专家出具法律意见书为表现形式的专家型

参与。〔７７〕美国 “法庭之友”制度对构成 “法庭之友”的主体范围、“法庭之友”的参与形

式、“法庭之友陈述”的提交程序和规则等内容都作了明确规定，从而使这一制度呈现出规

范有序的特点，也使其在实践中发挥了重大作用。〔７８〕就我国而言，应当以此为借鉴，实现

由专家法律意见书向 “法庭之友”制度的转变：在立法上确定 “法庭之友”制度，对其运

作程序进行规范化建设，既要保证参与的规范性，也要保证参与的有效性。

　　其次，伴随着社区司法、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引入，应当重视社会公众在司法中的作用。
在公民参与司法较为盛行的美国，逐渐探索出了各种吸收社会公众参与的制度形式。例如，

美国的社区法院在运行过程中对被告人施加的社区服务矫正措施是由当地社区建议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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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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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山东省胶州市，３年间先后有４５名人民陪审员共参与审理各类案件３５４３件。参见纪光辉、刘素虹：
《胶州法院：“编外法官”作用大》，《青岛日报》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３日第２版。再比如，有一位全国优秀人民陪
审员，参与陪审工作１１年，直接参与陪审刑事、民事等各类案件多达５８０多件。参见赵维忠：《不辜负人民
的重托，认真履行陪审职责》（第一次全国法院人民陪审员工作会议发言材料），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ｒｔ．ｏｒｇ／
ｈｔｍｌ／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００７０９／０５／２６３２６４．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９日访问。
参见刘哲玮：《人民陪审制的现状与未来》，《中外法学》２００８年第３期，第４３８页。
参见陈克刚：《人民陪审员何以 “陪而不审”》，《西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５期，第６９页以下。
参见王红伟：《河南高院有了 “陪审团”》，《人民日报 （海外版）》２００９年１０月第２版。
“法庭之友”制度发端于罗马法，发展于英国普通法，后被移植到美国并得以繁荣，成为美国的一项重要司

法制度。该制度的核心内容是，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允许当事人以外的个人或组织利用自己的专门知

识，就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或法律问题进行论证并作出书面论证意见书，即 “法庭之友陈述”，向法官提供其

尚未知悉的证据事实及与法律问题有关的信息，以帮助法官作出公正的裁决。参见张泽涛：《美国 “法庭之

友”制度研究》，《中国法学》２００４年第１期，第１７３页以下。
参见陈桂明、吴如巧：《“法庭之友”制度及其借鉴》，《河北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９３页以下。



当地社区也可以通过社区影响座谈会的形式，参与到矫正措施的决定过程中。〔７９〕在恢复性

司法的实践中，则存在量刑圆桌会议、公民修复委员会等多种公民参与机制。量刑圆桌会

议由被害人、被告人、他们各自的支持者、社区服务提供者以及社会公众组成，其目标是

通过各方的参与达成修复与改造方案，并特别强调各种刑罚替代措施的适用。典型的公民

修复委员会由５—６名受过训练的社区成员、１名协调者、有些时候还包括检察官或公设辩
护律师等组成，其任务是设定能够达成恢复性司法目标的各种缓刑条件。〔８０〕近些年来，我

国也受到了社区司法、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影响，社区矫正制度的构建便是明显的标志。在

新的社会形势下，笔者认为不仅应当从社区司法、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出发，探索各种社会

参与审判的机制，也应当从公民参与的角度积极探索，构建多元化的公民参与形式。

　　最后，可以参考英美法系国家的平民法官制度，赋予公民对特定范围案件进行直接处
理决定的权力。以英国为例，平民法官又称治安法官，是作为基层法院的治安法院的业余

法官。在刑事司法领域，平民法官的权力范围较为广泛，包括对依法律规定应由或可由治

安法院以简易罪审决的案件进行公开审判，负责批准逮捕和搜查、对可诉罪的预审，对未

成年人犯罪案件进行审理等。〔８１〕就审理刑事案件而言，治安法官审理的案件大多属于认罪

的轻微案件，处理程序较为简易，因此极大地缓解了职业法官的压力。在我国，刑事案件

数量一直高居不下，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所带来的刑事司法范围的扩大，都会给刑事司法带

来难以承受的压力。而新刑事诉讼法构建的简易程序以及正在试点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能

否有效化解这些压力尚有待实践检验。对此，笔者认为可以参考平民法官制度，构建我国

的平民法官速裁程序。〔８２〕

　　第二，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鉴于我国审判阶段公民参与的现状，未来可以采
取 “双轨制”的改革策略：在普通刑事案件中，根据案件情况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在一

些重罪案件中则实行陪审团制度。为此，需要修改、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并构建重罪案件

陪审团制度。

　　人民陪审员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陪而不审”，该问题的核心则在于人民陪审员的独

立性不足。为此，应当在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数量等方面加以改革：首先，落实人民陪审

员选任的随机性。我国人民陪审员的职权指定选任模式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人民陪审员的独

立自主性。未来，应当落实人民陪审员随机抽取的规定。另外，在选任机构的设置上也可

以参考前述人民监督员独立选任委员会的制度设置，由人民陪审员独立选任委员会负责陪

审员的选任等各项工作。其次，扩大合议庭中人民陪审员的规模。合议庭中人民陪审员的

数量与比例也是影响人民陪审员独立性的关键因素之一。长期以来，人民陪审员在合议庭

组织中数量少、比例低，属于少数派，极易成为 “摆设”，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实行陪

审团制度的国家，由陪审团认定案件事实，拥有肯定与否定犯罪指控的权力。在此种制度

安排中，陪审员的独立性毋庸置疑。在实行参审制的国家，为保证陪审员能够独立发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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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合议庭中陪审员的人数一般多于职业法官。显而易见，此种合议庭中陪审员的独立

性也非常高。因此，根据我国的司法实际，笔者认为应当在普通刑事案件合议庭中扩大人

民陪审员的规模。具体来说，可以参考日本裁判员制度关于认罪案件合议庭的设置，由１名
法官和４名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以确保陪审员的独立性。
　　基于我国司法实践的需要，在重罪案件中可以考虑构建人民陪审团制度，由人民陪审
团根据案件事实来认定被告人是否有罪。重罪案件往往是社会公众争议意见比较大的案件，

在案件的处理上法官承担着非常大的压力与责任风险。在这类案件中实行人民陪审团制度，

能够更好地实现陪审团制度所应承担的制度功能，即在专业的司法过程中引入民众的判断、

转移办案责任以及赋予被告人获得同侪审判的权利。〔８３〕此外，这一制度设置的另一重要意

义在于，在重罪案件中引入人民陪审团能够促进我国的庭审程序进一步完善。例如，陪审

团审判需要设计与运作精良的质证程序，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是依赖于该程序而得以实

现的。〔８４〕

　　４．执行阶段的公民参与及其改革
　　 （１）执行阶段公民参与的现状
　　在刑罚执行方面，我国传统上侧重于 “依靠群众”。例如管制这一刑罚，其最初设置的

目的就是将服刑人员放归社会，依靠群众对服刑人员进行教育改造。但是，随着传统社会

纽带的逐步瓦解，群众和基层组织在协助社会控制方面的作用正在逐步减弱。近些年来，

随着域外社区司法、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引入，我国在刑罚执行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例如，

《刑法修正案 （八）》明确规定对判处管制、缓刑和假释的犯罪分子依法实行社区矫正。

　　而就减刑、假释的决定来说，一方面决定过程的行政化色彩过浓，另一方面欠缺有效
的监督机制。近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减刑、假释问

题作了进一步规定，〔８５〕其中对适用减刑、假释的各种条件进行了规定，明确了减刑、假释

开庭审理的情形。这对于规范减刑、假释的适用具有积极意义。但从公民参与的视角来看，

如何从一般的社会监督转变为规范有序的长效监督制约机制则是值得探讨的话题，特别是

在既有的监督制约机制对改进案件办理质量、提升司法公信力作用有限的情况下，推动公

民参与不失为有效的改革思路。实践中，也有很多地方进行了各种摸索，例如吸收人民陪

审员、人民监督员参与案件的减刑、假释程序。

　　此外，就监所的管理而言，我国实行的基本是封闭式管理模式。近些年来看守所正在
探索开放式管理模式，学界也探索试点了羁押场所巡视制度。〔８６〕相反，监狱方面仍保持传

统的管理模式，缺乏外部的监督制约机制，特别是公民参与机制较为匮乏。

　　 （２）执行阶段公民参与的改革
　　第一，社区矫正与公民参与。在社区矫正中，公民的参与体现在决定和执行的整个过
程。首先，在决定前，需要对拟处以社区矫正的人进行人格调查。对此，应当吸纳社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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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组成专门调查机构，对犯罪人的犯罪背景、一贯表现等进行专门调查，并对其人身危险

性和再犯可能性进行评估，供法官裁决时参考。这一制度起源于美国的缓刑资格调查制度，

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已经得到了广泛采用。〔８７〕其次，在社区矫正决定的作出过程中，应当搭

建公民参与的平台，确保公民的知情权与参与权。例如，在美国的社区司法、恢复性司法

运动中，各种矫正措施的作出都需要听取社区代表的意见。〔８８〕最后，在社区矫正的执行过

程中，应当加强社会公众的参与，特别是一些社会团体的参与。例如，在上海设立了新航

社区服务总站，〔８９〕在北京设立了多家阳光社区矫正服务中心。〔９０〕将这些探索予以规范化、

制度化是未来改革应当考虑的重要问题。

　　第二，注重减刑、假释决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在我国，关于减刑、假释决定的权力
性质及其归属还存在争议。在当前减刑、假释决定权归属法院的体制之下，公民的参与在

本质上是参与审判。因此，此阶段的公民参与可以通过公民参与审判的方式加以实现。另

外，我国可以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假释委员会制度，构建我国的减刑、假释委员会，吸收

律师、专家 （比如心理学家、犯罪学家）以及社会公众参与，由该委员会负责对被减刑、

假释人进行再犯罪风险的调查与评估，协助法官对减刑、假释作出决定。〔９１〕

　　第三，构建公民独立巡视监所制度。笔者曾于２００８年在吉林辽源试点了羁押场所巡视
制度。经过试点发现，羁押场所巡视制度对于健全看守所的外部监督、增强看守所的透明

度、提高被羁押人的生活待遇以及法律权利保障水平等都具有积极作用。羁押场所巡视制

度最鲜明的优势在于能够将加强看守所的外部监督、增进看守所的透明度与传递看守所文

明执法的积极信息这两项功能完美地结合起来。同时，羁押场所巡视制度具有较强的本土

适应性。羁押场所巡视制度是联合国反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一项国际性推广制度；

经过试验我们发现，这项制度在我国具有较好的生长土壤与条件，容易为司法、执法人员

所接受。〔９２〕笔者认为，鉴于羁押场所巡视制度作为一项完整的制度设计，既有国际经验，

也有国内理论和实践的论证与探索，应当向监狱、看守所全面推广。

结　语

　　当前，我国的司法改革已经进入 “深水区”。从陆续颁布的司法改革文件看，不少改革

举措都涉及司法体制的核心问题。如果能够在这些问题上有实质进展，可以说我国的司法

改革就是成功的。而对于公民参与司法，传统认识是有欠缺的，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也不

足。这不能不说是司法改革的一大缺憾。

　　在笔者看来，让公民参与司法、了解司法、影响司法、监督司法，进而改造司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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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司法改革的有益之举。公民参与司法对司法公正、司法民主、司法公信力以及司法能

力都具有促进作用，应当予以肯定并加以发展。当前，我国已将公民参与司法纳入了司法

改革的范围，这对公民参与司法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从理论上讲，也亟需梳理和回

答一些基本问题。例如，公民能否参与司法、公民参与司法应遵循什么原则、公民参与司

法的形式与制度机制为何，等等。司法改革离不开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但也需要 “小心

求证”，笔者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初步回答。当然，公民参与司法的形式多种多样，囿于

篇幅限制，本文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公民参与形式，谨希望透过本文的初步探索能够引起学

界与实务界对公民参与司法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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